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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事实的概念及其理论误区
———关于重建客观史学理论基础的反思＊

卓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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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事实概念是史学理论的关键概念，在国内史学界引发了许多反思。历史事实分层问题的

讨论试图协调客观史学与历史相对主义的冲 突，但 这 种 分 层 就“历 史 事 实”一 词 是 自 身 悖 谬 的。贝 克 尔 等

人混淆了历史故事与历史事实，脱离前提混用了融贯论与历史意义论，并将历史认识个体主体化导致了历

史相对主义。实证史学的目标并非再现历史事件，而仅仅是确立历史事实，并由此构成一个新的文本化的

历史世界。在事实概念方面，陈嘉映的解说忽视了事件与事实在根本上是异质的，不能将后者视为对前者

的“截取”。客观史学历史事实观念的重建，必须彻底放弃符合论和意识哲学，将历史事实视为指向确定性

的对历史世界的文本重建，而不是直接作为论证和叙事的材料。

　＊ “历史事实”在传统史学中是支柱性的概念，对于以考证史实、整理史料为中心的实证史学尤其如

此，而所有以历史事实为根基的历史学，无论是实证史学还是相应的历史编撰，皆可统称为客观史学。
梁启超倡行新史学 以 来，历 史 事 实 长 期 被 视 为 历 史 学 的 研 究 对 象。何 炳 松 说：“此 种 科 学（即 历 史

学———引者）所研究者为某一范畴之事实，谓之历史的事实……历史所研究者乃‘过去的’事实，而且

‘人类的’事实是也。”①唯物史观强调对客观历史规律的认识，但历史事实同样是历史学研究对象的

主要组成。例如在《史学导论》中，姜义华先生将历史实际视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历史实际“包括了

个别的历史事实、完整的历史过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等不同层次”②。实际上，当历史学开始被视

为一门学科（或科学），即包含了认识论的理论预设，而历史事实被视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对这一研究

对象“客观性”的承认也就一直被隐含在内。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外历史相对主义思潮逐渐兴起，
传统认识论的理论框架逐渐被打破，客观历史事实的观念被渐次否定，仿佛已经成为类似“形而上学”
的可疑信念。对于国内史学，近三十年来，历史相对主义亦随着现代西方史学理论涌入而广为传播，
在改变国内史学界既有历史观格局和促使传统“历史事实”观念发生转变之余，亦“更深刻地撼动了历

史学长久以来所秉持的追求客观和真实的理想”③，而这与依然并行不悖的实证史学研究在根本上是

冲突的。对此，国内史学界已经有了许多批评，比如前述《史学导论》一书，以及近期陈先达先生《历史

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论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④、李杰先生《对当前历史观念两个问

题的分析》⑤、虞和平先生《近年来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⑥等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相关批评往往

都是基于传统认识论的理论框架做出，而对立论点相应理论框架上的差异被忽略了。那么，面对当代

哲学已经全面打破传统认识论理论框架的现实，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重新审视“历史事实”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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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相对主义对“历史事实”观念的修正有哪些合理与悖谬之处？“历史事实”这个概念与当代哲学关

于“事实”的反思有何共通之处？历史学及实证史学应当如何直面历史相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历史观

的冲击，如何超越传统认识论重新建立客观史学的历史事实观念？所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反思。

一　国内史学界关于历史事实概念的反思与误区

传统史学的一个共识，是承认“客观历史”的存在，而它亦指向“历史事实”的概念，客观世界与客

观历史的存在若毋庸置疑，则客观历史事实的观念亦无需反思。自梁启超首倡新史学以来，求真一直

是史学界的共同信念，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历史规律的态度，换言之，“真”是仅指向“真事实”，还是指向

包含着“真事实”的“真理”，以及对于“历史真理”应作何解，这区分开了诸派之间的立场。梁氏本人虽

呼吁治史要予以其新意义及新价值，但亦强调“必定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说到意义”①。史料派“史学

即是史料学”的背后，理据是史料比史观更贴近历史事实本身，其方法论要旨，是在大量拥有史料的基

础上，通过比较史料来求得历史事实，故有“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

观的史料学”②之说。而唯物史观虽一直饱受以历史规律歪曲历史事实的指责，然而其求历史真理的

基础，是“实事求是”，即先明确“在历史认识实现过程中，事实是决定着观念的”，再在历史真理的检验

环节视其“标准仍然来源于事实”③。即使如钱穆这般的历史主义者，力主会通与历史意义，亦仍以求

真为要，并据此抨击规律史学对历史事实的扭曲，尝云“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

贯，岂得有当”④？要言之，求真是传统史学的基本信念，客观历史是彼此的共识，“历史事实”一直被

视为“客观历史”的主要组成或即等同于“客观历史”，因而被视为历史学无可置疑的“本体论前提”。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历史相对主义的引入，首先冲击了求真的信念。其要旨即为指出，历史学

根本上出自主体建构，即便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也包含主观选择，前见与价值皆已植入，“如实直书”只
是一个神话，因为过去已经消逝，历史学家重构的历史事实已经不可验证。这一系列推论在西方百余

年来历经众多思想家的反复演绎似乎已臻完满，而在主客二元论与符合论的前提下，其所论似乎亦合

乎逻辑。因此，既然客观历史事实是无可置疑的，而历史相对主义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质疑亦与常理不

悖，我们便只能重新反思历史事实的观念。这便引发了国内史学界关于历史事实分层（或多重历史事

实，以下统称为历史事实分层说）的讨论，并且直至２００８年李振宏先生《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

研究》⑤和《历史学的理 论 与 方 法》⑥、２０１０年 周 祥 森 先 生《反 映 与 建 构———历 史 认 识 论 问 题 研 究》⑦、

２００９年彭刚先生《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等新近论著⑧，这种分层说仍是主要观点。

其中彭刚先生将在海登·怀特那里区分了的“事件”与“事实”（但这一区分并非海登·怀特之创见）仍
然理解为是对“历史事实”一词的语义分层，认为他说的“事件”相当于“客观外在的事实”⑨。

与历史事实问题相关的还有历史认识客体问题，后者更多基于唯物史观和主客二元论的理论框

架，由于历史事实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视为历史认识客体的重要组成，因此国内史学界关于历史事

实分层的讨论，与关于历史认识客体分层（或多重客体）的讨论亦颇多重合。国内史学关于多重历史

认识客体和历史事实概念分层的讨论，目前最全面的整理可参见周祥森先生《反映与建构———历史认

识论问题研究》一书第二章。历史事实分层说的本旨，实际上是在维持原有客观史学信条的同时，兼

容历史认识论的反思。历史认识论的引入，始自１９８１年卡尔《历史是什么》、１９８２年《现代西方史学

流派文选》、１９８４年《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含下文重点分析的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一文）、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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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等西方史学论著的翻译出版，而历史事实分层说的讨论则始自１９８７年陈启

能先生《论历史事实》一文。陈启能引入苏联学者关于历史事实的分层说，将历史事实分为历史过程

本身、史料和在认识中再现的历史过程，并将最后一层称为“科学的历史事实”，视之为历史知识真正

相关的部分①。这便意味着“历史事实”的涵义，开始以分层这个方式，从“客观历史过程”转向了历史

认识本身，尽管由于史料这一分层的存在，陈启能仍强调“科学的历史事实”之意义由事实本身所赋

予。《论历史事实》发表后，国内史学界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响应历史事实分层说。陈光前先生首

先在《关于历史事实的概念》一文中响应了历史事实分层说，同样认为历史事实具有历史过程本身中

的事实、史料中的事实和史学著述中重建的事实三种形态，亦将第三层视为“对史料加工后的产物”，
试图将三者视为一个系统，协调观之②。但在这之后，对史料这个中间层的理解开始出现变化，因为

史料既可能被理解为是客观历史的遗存，也可能被理解为是历史认识的外在化，前一种理解是以客观

历史过程为认识摹本之原本，后一种理解则以历史认识主体或历史文本为根本，史料这一中间层的出

现引发了历史认识主体性的地位提升。在万斌先生的《历史·历史事实·历史学》一文中，他将历史

事实按“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划分为三层，而微妙的变化在于第二层历史事实，不是单纯指向史

料，而是“作为认识对象并作为一种理性认识取得自身的知识形态，实质上经历了主体的两次重建”，
“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选择、关联、整合以及解释和评价而提出的构造”③，也就是在这里，第二层历史

事实开始被理解为构造物，这便近于奥克肖特等历史建构主义者的论点了。类似的观点还可见于于

沛先生《历史认识中的“历史事实”问题》一文，亦区分出历史事件（客观历史实在）、主观化［Ⅰ］历史事

实（原始的历史文献和史料）与主观化［Ⅱ］历史事实（历史撰述与历史研究）这三层，其中原始文献与

史料这一层被明确视为是主观化的④。在张耕华先生对陈启能论文的回应论文中，对历史事实的分

层有了一次重要的转折。张耕华肯定了三分历史事实的做法，但却调整了第二层与第三层之次序，将
前者定义为“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而后者转而变为“史料或其他相关信息中的历史事实”，这便

逆转了史料与“科学的历史事实”的关系，使后者直接与第一层的“客观历史过程”对接。经过此种倒

转，“史料”一层被虚置，重心随即转移至何以有些过去的事件能成为历史事实，有些则不能这个问题

上。张耕华援引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一文，重点讨论了如何区分“历史事实”与“非历史事实”的

问题，而其结论是“历史事实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转化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的内在原因”，
“历史事实的意义存在于事实与主体的关系之中，所以历史事实的意义是会随着主体的不同而不同，
随着主体的变化而变化”⑤。这便把历史事实分层说引至“哪些过去事件被选择成为历史事实”这一

历史相对主义关键论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张耕华一面承认“曾经发生或过去存在过的历史事实”是

“历史事实”的第一种含义，另一面又讨论这第一种含义上的历史事实是如何被区分为“历史事实”和

“非历史事实”，显然，张耕华实际上承认的仅仅是被历史学家选择后成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只

不过在他看来，历史事实仍被视为从客观历史中依据意义选择出来的，即两者根本上是同质的，而不

像在万斌那里，第二层被构造的历史事实与第一层的原始历史之间实际上是异质的。而在郭文佳先

生１９９９年《也论历史客体》一文中，张耕华与万斌的立场被融合在一起，历史认识的客体被明确为主

体化的“历史观感”，史料被视为“历史观感”的存在形式，已消逝的客观历史则被视为永远不能成为历

史认识客体的自在的历史本体，这便意味着主体化的历史认识已经倒转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史料则

成为前者的表现或存在形式，而不是后者的遗存⑥。万斌等人的论文发表后，随着历史相对主义著述

的译介传播，将“历史事实”定位于“被历史学家认识后的历史”而不是传统的“客观历史过程”被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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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人接受。这种“历史事实”在历史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那里，被认定为重新构造而非仅仅是

被选择出来的，从而通过历史不可验证说与被认定为不可知的“客观历史过程”完全断裂，史料学的

“中介地位”被彻底抽空，最终更随着海登·怀特的走红和后现代主义（叙事主义）的兴起，历史文本

“实现”了对客观历史的地位“逆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历史学本质上不受客观历史约束并因此不

可能获得知识确定性的观点。至此，历史事实分层说应历史相对主义思潮而生，沿着协调历史认识主

客观二元的目标推进，然而其“客观史学”内核却逐步被置换，最终结果只是为历史相对主义的中国化

扫清了道路。可以说，历史事实分层说根本上是失败的，而历史事实概念的确切涵义，至今依然晦暗

不明。历史认识论在当前几乎等同于历史相对主义，其与实际的历史学研究也即实证史学研究呈现

根本上对立之态，这无疑是一种荒谬。
历史事实分层说的错误，首先在于忽视了“事实”的涵义。“历史事实”包含的“事实”（ｆａｃｔ）一词，

无论是在中文、英文、还是在德文里，皆非泛泛而指。仅从词源上说，德语的“事实”（Ｔａｔｓａｃｈｅ）一词是

于１７５６年构造出来用于证明上帝作用于历史的现象。此后哈曼和赫尔德将自然中的上帝启示理解

为“事实”①。英文（ｆａｃｔ）则基于拉丁文ｆａｃｔｕｍ，奥斯汀从英语词典上查证了它的来龙去脉，这个词原

指行为、行动，后来泛指实际发生了的事情或实际所是的情形，与猜测和虚构相对，可用作真实可靠的

证词和证据②。“事实”一词在几种语言中均指向确定性并非偶然，它根本上内在地隐含被证实或可

被证实的意义，并与实在的观念相关联，而在历史事实涵义分层后，随着史料这个中介层被抽离以及

历史不可验证说的通行，两者之间出现断裂，被分层的“历史事实”内部彼此冲突，它们不再是一个“历
史事实”中的几个层面，而将是几个异质的“历史事实”。所以赵吉惠先生反对区分“科学的历史事实”
与“客观的历史事实”，因为这“就等于世界上存在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
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事实”③。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科学的历史

事实”必将允许包含虚假的“事实”，而这与“事实”这一概念在根本上是相悖的。“事实”，而非中性化

的“事件”或“事情”（ｅｖｅｎｔ），即是由于其内在所固有的可证实之意义。
其次，与历史事实分层讨论同期，何兆武先生已经在１９９６年的《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中提

及“历史”一词的两重涵义④。应该说，这一区分与历史事实分层说其实是重复的，尤其是在历史事实

的涵义被减去“史料”一层后，有所区别的是，“历史”一词是中性而含混的，它并不包含给定的立场，可
以兼容多种理解，而这一区分也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所公认，并且在诸种不同语言中都有同样多层的

意义用法⑤。当“历史”一词已经被区分为这两重涵义后，再分层历史事实涵义显得多余，或者说，所

谓“历史事实分层”，仅仅是为了给历史概念披上坚持“客观史学”的外衣，而这最终将导致混乱。比如

在万斌《历史·历史事实·历史学》一文中便一面区分历史、历史事实与历史学三者，另一面又将“历

史事实”区分为三层与它们一一对应。
最后，将“客观历史过程”、“被选择的历史事实”、“史料”、“历史学家建构的历史事实”等统统放入

“历史事实”这个大箩筐是为了什么呢？无非是贪恋“历史事实”这个词的客观史学意味，试图让它们

在这个词下维持旧有格局。然而此举效果必定适得其反，因为这一分层根本上是客观史学在割地求

和，把指向客观历史过程的“历史事实”与指向主观建构的“历史事实”牛头马嘴式机械地组合在一起，
真正效果是承认“第二层历史事实”可以包含主观性，历史相对主义者可以乘势利用转型后的“历史事

实”概念大做文章，认为真正的历史事实只能是被建构的，因而只能与文学艺术类同，这便指向了“历

史事实是主观建构的”这个更强大的历史相对主义命题，而实证历史学家所笃信的客观历史事实的信

念则被抛给不可知的历史事件概念轻巧地架空了。一个典型例子可见于海登·怀特，当历史学者反

驳其“历史事实依靠文学想象建构”这一论点时，他可以泰然自若地回应称“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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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吉惠：《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历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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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人物、制度和过程从未真正存在过”，而是我们获取的关于它们的信息，“并不是那种特定的历史知

识”，而是“最好被看作‘档案’”①。
必须承认，尽管历史事实分层说根本上是失败的，然而它“结束了历史学界对‘历史事实’概念‘自

明的理解’的状态”②，促使国内史学逐渐 转 向 更 细 致 的 历 史 认 识 论 反 思，就 此 而 言 它 仍 具 有 积 极 意

义。将历史事实的涵义指向被认识被选择甚至被建构后的历史，而不是直接视为“客观历史本身”，这
意味着从历史实在论的老旧框架中逐渐摆脱出来，为历史知识性质的深入反思开辟了巨大理论空间。
尽管这一理论空间迄今为止主要是历史相对主义的沃土，从中滋长了形形色色的重构论建构论解构

论③等等，但却不等于它排斥了重建客观史学的理论可能。比如，晁天义先生在２００８年的《浅论历史

事实》一文中，便在认可 历 史 事 实 意 义 这 种 转 向 的 同 时 探 讨 了“科 学 史 学 应 如 何 确 定 历 史 事 实 的 问

题”，反思了如何从这种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中抽绎出可“成为经验科学所能把握的对象”的部分④。然

而，倘若我们不进一步反思何以历史事实概念转型后会向历史相对主义敞开大门，历史实在论被突破

后应当如何重建历史事实概念，以及历史事实概念与事实概念在哲学上有何关联这些问题的话，历史

事实这个概念的本真便很难得以澄明。

二　历史相对主义关于历史事实问题的逻辑悖谬

如果“历史事实”一词指向的不是客观历史本身，那么它所隐含了的确定性将依托于何处呢？一

旦我们将“历史事实”的涵义转向被认识了的历史，便意味着使这个“认识”对象化，亦由此跃出了历史

认识论的舞台。于是现在的问题便是，这个“被认识后的历史”是如何合法的和确定的？

就此而言，历史认识论更容易堕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因为历史的认识对象，即那个“过去”被认为

已经一去不返，它无法像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那样直接在场，这使历史认识往往被视为复原的工

作，而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认识”。因为我们对相对主义的抗拒，在常识中，总是首先借助于当下的直

接确定性，而历史认识恰恰在这一点上是残缺的。这导致了即使那些哲学上的非相对主义者，在面对

历史认识问题时，也可能持相对主义的立场。
使“历史事实”的涵义由客观历史转向“被认识后的历史”的是这样一个关键“事实”：并不是所有

过去事件都会成为“历史事实”，我们没有可能记录全部过去，“一个人所能记述的事件，只占曾经发生

的极小部分”⑤。这便产生了什么样的事件才能成为历史事实，或历史事实如何被选择的问题。正是

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不仅使“历史事实”与客观历史脱离，而且也为历史相对主义开启了大门。我们可

以看到，绝大多数历史相对主义理论家，都会从这个历史事实的“选择”问题谈起，它与历史的不可验

证说一样，都是历史相对主义立论中最有力的环节。
关于历史事实的“选择”问题，最典型的阐述来自贝克尔。１９８４年即被译成中文的贝克尔《什么

是历史事实》一文，可谓国内历史相对主义者的启蒙论文之一。贝克尔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可分解为

五个步骤：首先，他质疑了简单的历史事实观念，认为简单的历史事实“绝不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而

是许许多多事实的一个简单的概括”⑥；其次，贝克尔认为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之所以被概括和选择

出来，是因为它是“作为另外一些事情的象征”，是“受到无数其它事实的牵制”被置入“孕育它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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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３页。

周祥森：《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第１５２页。

笔者将重构论、建构论与解构论这三个术语对应的理论皆归为历史相对主义，因而不同于彭刚《叙 事 的 转 向：当 代 西 方 史 学

理论的考察》一书中对它们的用法。彭刚将兰克等客观史学主张者称为“重构论”，将柯林伍德等视为建构论，而将后现代主

义史学理论视为解构论，而重构论就语义而言更 合 适 指 向 柯 林 伍 德 式 的 本 于 个 体 主 体 的“重 演”或“再 现”，兰 克 式“如 实 直

书”合适对应的则是洛克式的反映论。至于建构论，笔者认为基于更一般性的认知主体性，其要旨是将“事实”视为推论与文

本，对应于布拉德雷、奥克肖特、戈尔德斯坦等人。

晁天义：《浅论历史事实》，《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凯斯·詹京斯著，贾士蘅译：《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４页。

②③④⑥　贝克尔著，段涓译：《什么是历史事实》，张文杰主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５、２８９、２８９、２８７页。



的环境网中”，从而具有了意义②；其三，由于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历史学家只能接触到有关它的记载，

因而历史事实的作用就在于作为一个象征使人们可以通过想象再现它；其四，历史事实与过去的事件

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过去的事件已经永远消失，而历史事实甚至不是在原始资料里，它只有“依靠真

实事变的描写、印象或 概 念，使 它 们 生 动 地 再 现 于 我 们 的 头 脑 中 时，它 才 变 成 历 史 事 实，才 产 生 影

响”③；最后，“如果历史事实生动地展现在人们头脑中，那么此刻它就是现在的一部分”④，这便走向

了与“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联盟。
可以看出，贝克尔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在日常语境下，是合情合理的。贝克尔首先将堪称客观史

学信念根基的“简单的历史事实”视为只是概括和象征，从而将其转换入布拉德雷、奥克肖特等已经充

分阐释过的融贯论的语境中，接下来借助历史主义者的“历史的意义”来解释“历史事实”的被选择。
贝克尔利用了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的两分，将后者定位于“被认识的历史”和对前者的再现，然后再借

助历史不可验证说，得出后者要达到“再现”的目标，就必须利用想象等心理过程，从而如柯林伍德那

样认为历史学家为再现历史事实需要“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行思想它们”⑤，最后再由此转入克罗齐

式的结论，认为这种认识根本上只是当下的，而当下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这便为

历史相对主义建立了一个经典分析，其影响是深远的。
然而，贝克尔的分析根本上是逻辑混乱、似是而非的。他的分析的确拼凑了历史相对主义者的许

多结论，并因此充满逻辑的裂痕，而他的错误，也正是历史相对主义内在悖谬的一个缩影。

首先，贝克尔混淆了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他虽然正确地区分开了过去的事件与历史事实，并认

为“不管真实事件和历史事实两者联系多么紧密，它们却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⑥，然而当他在论述

历史事实及其再现时，他说的却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历史故事，而这也是海登·怀特、安科斯密特等历

史相对主义者的共同错误。这里必须 提 及 的 是“历 史 编 撰”这 一 概 念，“历 史 编 撰”一 词 在 英 文 中 为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拉丁文为ｈｉｓｔｏｒｉａ，此词西方语言中原本指向传统的历史书编撰（叙事为主），而在现

代，由于史学专业化和实证史学的存在，也指“历史科学的专业代表们以及其他具有相应资格者所发

表的论文与专题论著”⑦，然而在海登·怀特等叙事主义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此词由于他们批判实证

史学的立场而日益回溯到早期的用法，重新变成更多的只是单纯指向叙事和历史故事。实际上，在西

方，由于历史学专业化之前历史学地位较低，多在单纯历史故事层面写作，而未能上升到实证史学知

识领域，从而有明显的不包含实证史学的历史编撰时期与包含了实证史学的现代史学时期的区分，而
它们的对应英文词都应为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反观在中国，史学很早就包含了史 料 考 证 方 面 的 实 证 内

容，比如在《史记》等正史中的制度史等内容，就不能理解为单纯的历史叙事，而更多的是实证史学。

在中国史学中叙事与实证是不分的，或者说，区分历史编撰（单纯的叙事史学）与实证史学，那原本是

史学不成熟时期的表现或历史学的倒退———因为那时还没有更好的实证史学。而历史相对主义者为

了抹去实证史学的作用，有意以“原始意义的历史编撰”取代“现代意义的历史编撰”概念，在中文语境

里，或者可以说是以“历史编撰”代替“史学”作为探讨对象（实际上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对应的中文译名就

只能是“史学”而不是专门另用“历史编撰”一词，而就历史相对主义者的意旨而言，“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也宜译为“历史编撰”而不是目前更常见的“历史编纂”，因为前者更能包容叙事写作的意义），并强调

叙事与故事是历史编撰的中心。海登·怀特说：“历史话语所生产的东西是对历史学家掌握的关于过

去的任何信息和知识的阐释……它们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把那一种再现的叙事模式当作理解作为独特

‘历史’现象的指涉物的根本。用克罗齐的一句名言来说，没有叙事，就没有独特的历史话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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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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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与事实的区别是根本上的，而不只是语义上的。历史故事是一系列语句的集合，它指向连续

的事件和叙事，而历史事实永远只是一个单独的陈述，它指向的是命题的集合。

历史故事的目标是建立连续性，它是作为过去事件在语言中的倒影，因而它更关注动机和原因，

更关注过去事件中的人本身；而历史事实的目标是陈述本身的确定性，它是作为过去事件的轨迹印

痕，它一经建立便已固定，对其的工作目标是指向对众多事实陈述之间是否冲突的核查，而不是建立

连续的叙事。因而，旨在连续性本身的历史故事，它的目标才是再现，它指向的是实存本身，而这种再

现在根本上是艺术的一部分，历史叙事在根本上属于文艺作品。然而实证史学的目标并不是再现事

件，而是建立具有确定性的历史事实陈述的集合，实证史学的根基是历史事实，不是历史故事。历史

事实是历史叙事的基础，但它却不是历史叙事的组成单元，它属于命题系统，依存于命题系统的校验，

而不是历史叙事的需求。或者说，只有命题系统内的冲突与证伪机制，才能强迫一条关于历史事实的

陈述做出修正，而历史叙事的需求不具备这种强制力。正因为将历史故事与历史事实混淆，历史相对

主义者才发展出了他们的历史事实建构观，而他们的论证指向的只是史学研究的文艺应用，并非旨在

建立确定陈述的实证史学研究。

其次，贝克尔不加区分地混用了根本上并不相容的关于历史事实的融贯论与历史主义的历史意

义观，从而得出了历史相对主义的历史事实选择说，而这也是历史相对主义的一个典型错误。

对于客观史学或实证史学而言，支持其客观史学信念的是那些基本历史事实的无可置疑的确定

性。沃尔什说：“因为历史学家确确实实要承认某些事实是不成问题的确凿不移的，———例如，维多利

亚女王于１９８７年登基并死于１９０１年，———而正是在这类基础之上，历史学家才建立起来了他们整个

的论述。”①即使是历史相对主义者，也可能承认这类陈述具有确定性。布拉德雷说：“它们乃是被记

录了下来的事件，而那就意味着虽则他们本身是流转不居的，然而它们却是被固定了下来的，虽然它

们在时间上是可以划分的，但它们却被视为一个整体。”②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者安科斯密特也承认：
“除了叙事中的个别陈述和历史实在之间的符合之外（这种符合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能谈论叙事整

体与叙事中讲述的历史实在之间的特殊的、‘叙述主义’的符合。”③也就是说，安科斯密特否定指向历

史叙事的真伪校验，然而对于单独的历史事实陈述则承认其可以依据是否与“历史实在”相符而判断

真假。

贝克尔瓦解这一客观史学“硬核”的方法是引入融贯论，认为简单历史事实是一系列事实的概括

或依存于相关的事实网络，然后再利用历史主义的历史意义观，认为这些历史事实之所以被选择概括

出来作为无数其他事件的象征，是因为它们被历史学家赋予了历史意义，接着也就顺理成章引入历史

学家的价值观和主体意识。

所谓历史主义的历史意义观，指的是历史主义者强调成为历史的事实必须是有意义的，基于这些

意义和相应的价值体系，历史事实才被选择出来或建构而成，并通过解释和叙事将“一些特殊的‘事

实’统一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④。这种历史主义的历史意义观早在德罗伊森那里便已明确提出⑤，

而在克罗齐强调“真历史”后为史学界普遍接受。利科说：“通过文献重建一个事件……意味着要求文

献来说话，意味着历史学家要走在历史意义的前面，对之提出一种工作假设；正是这种研究把痕迹提

高到有意义的文献的高度，把过去本身提高到历史事实的高度。”⑥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主义

者认为“只有有意义的过去的人类行为才能真正在历史叙述中寻得一席位置”⑦，而这种意义是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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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主体化的，“解释是对主体自己的兴趣的一种反映”①，这便为历史相对主义提供了“一个最流行、

最有代表性的和最强有力的论证”②。对于历史事实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是存在于这种意义赋

予之前，还是之后？或者说，它是先自在地存在了，再被选择出来赋予历史意义，还是在被赋予意义的

同时，被全新地建构而成？

答案是，尽管大多认为历史事实被赋予了意义才成为历史事实，比如卡尔便认为：“相信历史事实

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它作为历史事实的身份

的关键，就在于解释这一问题上。这一因素渗入每一件历史事实之中。”③然而对于历史意义说而言，
历史事实的基本内容却未因为解释而有所不同，历史事实存在于获得意义之先。这是因为历史意义

说的学理基础是自然与历史的两分，而为了肯定自然这个对立面，它必须承认事件本身可被认知通

达，从而构成与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知识。历史主义的要义在于它将事件视为人、精神或思想的表现

或躯壳，从而将单纯的历史事实视为“死的历史”而将注入思想或精神的历史视为“活的历史”或“真的

历史”，但是这种区分并不否定“死的历史”或实证史学的合法性，而只是视其为初级的“博物馆学”工

作。并且，无论柯林伍德还是克罗齐，都仍强调“真的历史”要受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证据的制约，否

则一样是“假的历史”④。或者说，强调历史的历史意义与强调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之间并不冲突，因为

可以是我们先获得关于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再基于其建构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前者指向历史事实和

实证史学，而后者指向历史故事和叙事，在这里，历史事实是先存在再被依据历史意义选择的，选择发

生在建立关于历史事实的陈述之后。而在贝克尔那里，对历史事实的“选择”或者说构造，则被置于建

立历史事实陈述之前，这个转换是通过引入关于历史事实的融贯论完成的。
融贯论常见于对科学真理确定性的阐释，比如在迪昂、纽拉特、波普尔、蒯因等人那里，而在历史

事实理解这一问题上则较少涉及。沃尔什说：“科学的真理，由于科学思维无疑地包含有约定的成分

在内的缘故，或许还能适应于融贯论所需要的条件，但是历史的真理，就不能了。”⑤在融贯论中，陈述

之真不再依赖于与现实的相符，而是依存于与陈述系统中所有其他陈述的相容，故而谓之融贯论。关

于历史事实的融贯论，往往皆走向历史相对主义，其中首推布拉德雷，在他看来，“如果最终合法的事

实在其本性上就是推论的，那么我们难道不能以更大的真确性来说：在历史的领域中，我们并不具有、

也不可能具有任何事实是没有其本质上的存在的，它们的存在乃是有赖于推论性的推理的”⑥，“在每

一种情况中所被称为事实的，实际上都是一种理论”⑦，“事件过程是客观的，并不是因为它不受或相

对不受思维的‘干扰’，而是因为它是历史学家必须思考的东西”⑧。可以看出，在融贯论下，历史事实

由真实的事件，被转换为推论，这意味着它被文本化了，实际上也只有文本化的事实才可能支持融贯

论。这也意味着，融贯论取消了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对立，而将它们视为是彼此渗透的，就历史事实而

言，则正如俞吾金先生所指出的：“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谈论的历史事实都不是自足的、无条件的，而

是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显现出来的。”⑨最后，这还意味着，融贯论不再将历史事实视为是“客观历史”
直接给予的，而是视之为依存于人类关于世界的命题系统中的一个命题。就这个命题而言，它一产生

就包含了理论、预设和前见，而不只是单纯的观察，因此它根本上是一种建构，而不是被给予。列维—

斯特劳斯说：“历史事实并不比其他事实更具有给定性质。正是历史学家或历史演变中的行动者借助

抽象作用，并仿佛在一种必须进行无限回溯的威胁下，构成了它们。”瑏瑠奥克肖特说得更干脆：“独立于

经验之外的事件，就其是不为思维或判断所触及而言，它是‘客观的’，但这样的事件是不可知的；它不

是事实，也不具有正确性或谬误性，这样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就历史是一个事实世界（这一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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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否定）而言，它是一个观念世界，是一个根据其连贯性程度来判定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世界。将所

发生的历史（事件序列）与所思考的历史区分开来，将历史本身与纯粹经验到的历史区分开来，这样的

做法必须被抛弃；这种做法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发现、

重获、甚至不是解释；而是去创造，去建构。解释和发现意味着具有某种独立于经验的东西。但是并

不存在什么独立于经验的东西。”①显然，在融贯论这里，历史事实与事件本身就是完全异质的，它是

全新的建构，而不是提前在那里静默等待主体去选择并赋予历史意义的素材。

重要的是，融贯论的学理根基由此便是理论与事实的互相渗透，而不是自然与历史的两分，恰恰

相反，从融贯论出发，历史与自然，历史记述与所有的陈述一样，都只是被建构的陈述。波普尔说：“一
切有关事实的科学描述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它们总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这样一来，历史的立

场就与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的立场相类似了。”②从真正的融贯论出发，无法走向贝克尔的历史相

对主义，因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将是一样的，都必须将其确定性归至人类认知根本上对确定性的重新

寻觅（正如科学历史学派已经论证过的那样），历史相对主义者“所寻求的在史学和科学之间作出讨厌

和绝望的区分的准确标准最终不过是它们共有的重要特征之一”③。而当我们把科学与历史学的陈

述看成在根本上都是建构产物的话，那么历史主义的历史意义便成为虚无，由是列维—斯特劳斯才猛

烈攻击萨特的历史主义，认为“在历史意识中去寻找最真实的意义是徒劳的”④。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才引发了上世纪中叶关于历史解释性质的著名争论，即亨普尔的涵盖律（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Ｌａｗ　Ｍｏｄｅｌ）

与德雷的合理行动模式（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之争，究其根源，即在于前者从融贯论出发将历史

事实与自然事实同样视为理论陈述，而后者则沿袭历史主义的思想，认为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中包含了

与自然事实不可通约的主体内部因素。实际上，融贯论对事实陈述的“选择”并不是贝克尔及历史相

对主义者以为的那种基于个体主体的对历史事实的选择，而是基于命题或陈述系统这种理论框架的

“选择”，这种命题或陈述系统是跨越个体主体的，它指向的是可确定的论证，而不是不确定的历史意

义。因此，贝克尔利用融贯论将对历史事实的“选择”提前，然后利用历史主义的意义理论将这种“选

择”主观化，这种移花接木在未经反思的常识语境下似乎浑然一体，以至博得了大片叫好声。当然，贝
克尔此举并非有意，而是他本来就没有能力辨明其中的逻辑细节。

最后，贝克尔错误地将历史事实定位于个体主体层面，而实际上，历史事实并非存身于个体主体

层面，它是存身于语言与命题中。贝克尔为使历史事实彻底相对化，如柯林伍德等人一样引入了历史

学家的个体主体，将历史事实解释为主观的，通过夸大想象与记忆的地位，使历史事实的选择与建构

任意化。贝克尔的理由是历史事实必须再现，而再现或者“重演”只有在历史学家的“头脑”中才能完

成。然而如同上文已经指出的，再现指向的是历史故事而不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需要再现，它存

在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与其他陈述冲突，它并非存身于个体主体中，而是通过置身于命题系统陈述

系统中为群体所共享。如“公元前４９年凯撒渡过卢比孔河”这类关于历史事实的陈述，它不需要在任

何人的心理和“脑子”中再现才能获得合法性，它一经说出就存在了，它的校验与合法性取决于这句话

中包含的纪年方式、姓名身份、地名系统以及其他历史记载等组成的文本系统，而这些都不取决于任

何个人，也不可能被任意化。想象与记忆指向的仅仅是个体的知觉，然而一条关于历史事实的陈述之

建立，并不取决于如何被说出，而是取决于说出后不与整个文本系统相冲突，个别主体固然有说出的

自由，然而与整个文本系统相冲突的陈述，不是作为非事实伪历史被隔离，便是直接被系统忽略。也

就是说，不与整个文本系统相冲突是一条事实陈述建立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言，那些关于过去事件和

人物的场景细节与心理活动的想象会被作为历史事实的补充而为陈述系统所接受，因为它们虽不可

证实，却亦不与事实陈述系统冲突，其效果，犹如我们可依据科学分析和数码技术将一具骷髅（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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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复原出具有血肉的人体形象（包含了细节想象的历史事件）来。将历史事实视为存身于个

体主体中是荒谬的，因为这实际上相当于将现实世界视为存身于个体主体中，不能因为过去事件已经

过去，就以为认识历史事实有异于对事物的认知。实际上，对世界的认知与对历史的认知一样，根本

上都只对应于事，而其本质上，都只是一个陈述系统，这个陈述系统在逻辑上先于个体心理，而不是依

附于个体心理。
因此，贝克尔们的错误关键在于混淆了历史故事与历史事实，这一混淆在根本上源于并没有在范

畴上清楚地区分开过去事件与历史事实，而只是通过将历史认识对象化来将历史事实的含义从“客观

历史”转移到“被认识的历史”上。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便将历史事实视为是对过去事件的认识，从而

将原有的“还原事件”思路套了进来，建立了历史事实再现说。在这一转换后，贝克尔们其实继续沿用

了常识与客观史学中的符合论，只不过在原来作为客体的“客观历史”与作为主体的“历史学家”之间

再塞入一层类似意识这种名堂的心理化的“历史认识”，从而将过去与史料的符合问题，转换为“已经

消逝不可验证的过去事件”与“历史学家头脑中的想象与记忆”之间这种空对空的符合问题，得出历史

相对主义结论便势不可免了。
实际上，历史事实的确有别于过去事件，然而却不能将前者单纯视为是对后者的认识，正是这种

变形的符合论导致了历史相对主义的谬误。历史事实是在根本上有异于过去事件的一套陈述系统，
它是自足的，它不是对过去事件的再现，因为，它只是我们的理性理解的新的世界的起点，而过去事件

属于实存本身，两者之间虽然对接，然而却在根本上是异质的。指向实证研究的文本系统其目标并非

再现或描绘实存，而是重新建立自己的新的历史世界。历史事实根本上是文本化的，它指向实证研究

与确定性，其目标只是确定性，而不是历史意义或连续性。而旨在再现过去的是历史故事，它是一种

个体化艺术化的话语表达。对于实存，艺术是另一种实证研究不可能替代的通达方式，然而事实陈述

的目标并非通达实存，而是要将实存翻译为文本，将混沌稀释为确定，将连续凝固为片段。事实不在

头脑或意识中，事实在语言中，事实不是私人化的，事实是“共享”的。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在范畴深处

重新廓清历史事实以及事实的概念，我们仍将难以避免重蹈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误区。

三　关于历史事实概念与事实概念的哲学反思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讨论反思历史事实概念的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往往却忽略了哲学中对

事实概念的讨论，仿佛在“事实”一词前加了“历史”两字后，它们便分属不同范畴一样。这一点无疑是

荒谬的，反思何谓历史事实，如何能不先反思何谓事实呢？关于已经发生事件的事实陈述，与历史事

实陈述之间，能有什么分别呢？又有哪种对事件的事实陈述，不属于对已发生事件的事实陈述呢？可

以说，总是从“历史”一词出发，而不是从“事实”一词出发理解“历史事实”，是走向历史相对主义的原

因之一。历史学界忽略事实概念源于两个成见，即历史主义的自然与历史两分观念和史料派的事实

与理论两分的观念，前者强调历史事实的特殊性，以为通常的事实概念指向的是自然化的事件本身，
后者则强调历史学与哲学的对立，以为对“事实”概念的反思归属哲学，而对“历史事实”概念的反思是

历史学界的独立工作。
在当代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中，关于事实概念已经有颇为深入的探 讨，在 区 分 事 件 或 事 情（ｅ－

ｖｅｎｔ）与事实（ｆａｃｔ）方面尤其如此。事件（事情）与事实之间的区分，并不是单纯语义层面的区分，而是

直指问题本身，并可直接应用于过去事件与历史事实的区分。
关于事实概念，国内哲学界值得关注的是陈嘉映先生的《事物，事实，论证》一文。陈嘉映的分析

是借助对日常语言的反思展开的，因为“语词的搭配就像语词本身一样，述说着人类的理解，述说着世

界的逻各斯”①。陈嘉映的观 点，可 与 历 史 事 实 问 题 直 接 相 关 的，大 致 可 以 归 纳 出 三 个 主 要 分 论 点：
（１）事实与事件不同，但它们是同质的，主要是用法不同；（２）事实是为论证服务的，因而对应于特定框

架，它是被选择的；（３）事实都是客观事实，说事实是虚构的或想象的是矛盾用语。在陈嘉映的阐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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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但也包含了一些对于历史哲学亦堪称典型的错误。

首先，关于事件与事实的区别，陈嘉映指出前者指向进程，而后者指向结果，事实是从连绵不绝的

事件中被截取的。从词的用法上说，“我们说‘发生了一件事情’却不能说‘发生了一件事实’”①，“我

们能中断一件事情，参与 一 件 事 情，但 不 能 中 断 或 参 与 一 个 事 实……事 情 有 时 态 而 事 实 没 有 时 态。
……我们不能说‘那曾经是一件事实，后来又不是事实了’，也不能说‘事实曾经是那样的’”②。也就

是说，事件与过程直接有关，而事实总是表现为一个静止的状态或结果。显然，陈文已经指出了事件

与事实有明显区别，但这种区别与贝克尔式两分过去事件与历史事实不同，陈文区分事件与事实是因

为前者是连绵不绝进程化的，后者是被从中截取，前者可以是进行态的，而后者只能是完成态的，在这

两者之间是数量与用法的不同，但根本上是同质的。而在贝克尔那里，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历史事件

是一种“客观实在”，而历史事实是一种认识产物，两者之间是完全异质的。

陈嘉映与贝克尔的这种区别，源于两人的哲学立场有所不同。陈嘉映由于试图消解哲学而表现

出对“客观世界”的过度执念，从而使他认为“事实不与物同类而与事情同类”③，“一个事实就是一件

事情”④，“凡已然发生的事情、凡摆在那里的事情都是事实”⑤。然而问题在于，事件与事实并不是同

质的，比如，那些在我们心里一闪而没的念头都是已经完成的事情，但它们永远不会是事实，因为它们

无法如陈嘉映所言被截取出来以供论证，它们无法公共化决定了它们只是事件，而不是事实。再比

如，我们可以说“人不可能永生”是一个事实，然而它又能是从哪件事情中截取出来呢？把事实理解为

是从事情中截取出来的，而事情又是“在世界中”实际发生的，那便意味着事实不可能是那些不与实事

对应然而在逻辑上又获得确定性的断言，但这些断言都是作为论证重要组成的事实。反观贝克尔的

区分，肯定了事件与事实根本上质的不同，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将事实意识化内在化了，而作为事实

的，如陈嘉映所言，总是应论证而生的，它不是内在化的，而是公共化的，它依托的是语言，而不是意

识。贝克尔持有的是表象主义（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理论，一种意识哲学，这种哲学如哈贝马斯所言，

最终由于那种“把一切都 用 主 客 体 关 系 加 以 概 念 化 的 哲 学 基 础”遭 到 批 判 而“向 语 言 哲 学 的 范 式 转

换”⑥。

因此，事件与事实根本上是异质的，这种异质和过去事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区分相对应，其区别

在于“事实是陈述出来的，而事件是发生出来的。一个必须涉及文字，另一个则不涉及”，“事件或事务

状态是世界的一部分，并无正确与否的问题，它们就是在那里”⑦，而事实则作为被说出的关于事件的

陈述，有正误真伪之分。事件是自在的实存世界本身的一部分，是无限者，是时间之流中的实存，而事

实只是文本是陈述。正因为事实总是被说出的陈述，所以它才能被用于论证，才能指向命题与真伪。

事实总是被说出的断定，因而它也只是一个单独的静态的陈述，而事件则混沌而连续，事实指向确定

性而事件指向实存。事实与事件都是自在的，因为事实虽然源事件而生，然而它并不寻求与事件对

应，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是完全异质不可能对应的。一个事实寻求的是确定性，一旦获得确定性，即使

与现实事件毫无对应也是事实，因为这种确定性的基础是它必须被确立为独一无二的，所谓与现实事

件对应只不过是实现这种独一无二的一个简便而非唯一的渠道，所以，事实的求真并非基于符合论。

这样，事实作为文本，它能够服务于论证也就顺理成章，因为除非是文本，又如何可能服务于论证

呢？而我们若要进行论证，又如何能不建立事实呢？诚如陈嘉映所言：“论证有多种途径，不一定都靠

事实……想象和推论远不止为我们提供一点无害的娱乐，离开了这些我们就没有理解，也不会有科学

的进展……我们的理解并不总需要证实，但若事涉证实，我们就不得不求援于事实了。”⑧

然而，像陈嘉映那样将事实直接视为应论证而生却是不合适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为了进

行论证，而仅仅是为了认定一些事实并将它们集合起来，形成一个对世界或更小的情境的总体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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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区别在于：我们需要事实的集合来形成我们关于世界的认知，它们脱离论证被单独建立汇集，
而在陈嘉映那里，世界是直接赤裸地面对我们的，仅仅是在我们需要论证时，他们才被按需选择从事

情变成为事实，犹如木材从树木中砍伐而成。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世界，当涉及事实时，它首先是整

体地文本化的，亦如奥克肖特所言：“每一项新发现，不管看上去怎么样，它所发现的并不是一件新近

小事，而是一个新世界。”①而在陈嘉映那里，就直接是那个与我们面面相觑的生活世界。陈嘉映因而

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活生生的世界里，而不是生活在一堆事实里，正因为我们已经对世界有所亲知，
我们才能决定重构的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才能让事实说话。”②也就是说，由于将世界理解为即是

我们所“亲知”的，从而导致陈嘉映忽视了事实根本上只是文本。而这种错误在将事实概念切换到历

史事实概念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已经过去的历史世界是我们不能亲知的，然而我们却切实地在面

对着历史事实的集合。错误的根源在于，事实的集合是对世界的一种重建，“当下事实具有历史事实

所不具备的某种在场的性质，而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不在场的”③，这种重建在当下的现实世界里，由

于世界的当下在场而被忽略，然而在涉及历史时，这一重建便被彰显。事实是对世界的文本重建，这

种重建由于其指向确定性，而被用于论证，论证和叙事都是它的应用，然而事实和历史事实并非因它

而生，而是它自身出于建立世界的需求累积。事实的目标，首先是通过自身的累积致力于建立一个彼

此并不冲突的，指向确定性并构成新的世界的文本系统，而这种累积和建立是所有人都共同参与了

的，并非某个独立的个体主体随意执行。
因此，当陈嘉映将事实理解为直接服务于论证时，他便如贝克尔和其他历史相对主义者一样面临

了事实的选择问题，从而导致了相对主义结论，因为论证和历史叙事一样，会被视为是由个体主体来

随意执行的。这种选择问题，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相对于论证的体系，或者说相对于公共化的理

论框架，比如“太阳每天在头顶上转一圈，这是事实；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也是事实”④；第二种则是

相对于结论的需要，或者说相对于个体主体的价值体系，比如在抄家时，椅子夹缝中的一根长发不会

被作为事实开列，可是调查案件时，这根长发也许就是个重要的事实⑤。显然，事实选择的这两种相

对性，正与前述讨论历史事实的选择问题时融贯论与历史意义论相对应。但陈嘉映却不能简单地理

解为相对主义者，事实被选择的这两种相对性对他而言都不是问题，因为对于第一种选择，陈嘉映认

为并没有危及事实的确定性，因为“天下没有互相矛盾的事实———要么是我们对事实的理解不对头，

要么是两个事实分属不同领域”⑥。关键在于，这种选择相对的是公共化的理论框架，而不是个体主

体的“内在意识”，因而它们之间的冲突最终会被回溯到公共的文本系统中被重新解释或协调安排，这
一点在迪昂、拉卡托斯、纽拉特、蒯因等人的著述中都已经反复阐述过了。而对于事实选择的第二种

相对性，陈嘉映则强调事实都是客观事实，没有虚构的或主观的事实，因为我们可以说“这件事情是想

象出来的”、“虚构的事情”、“愿望的事情”，但“想象出来的事实”、“愿望的事实”则是矛盾用语⑦。这

意味着，由于陈嘉映将事实视为真实事件的一部分，只是为论证之需才被截取出来，因而这种相对性

仅仅是应用时的相对性，就事实本身而言，它直接继承了客观世界的客观确定性，它存在于被选择之

先。然而在历史相对主义者那里，历史事实是一种被建构的意识观念或叙事形式，选择先于历史事实

的存在，因而这种相对性就是历史事实的本质，从而全然忽略了“事实”一词与“不确定”、“想象”、“虚

构”等之间的自相矛盾。可以看出，陈嘉映虽然区分开了事件与事实，但并不彻底，他借以对抗第二种

相对性的仍是“符合论”，由于他谈论事实时指向的只是当下在场的事件中截取的事实，从而利用它们

之间的“直接符合”回避了这种相对性对确定性的冲击。而历史相对主义者则由于过去事件的不在场

只能将历史事实视为过去事件的再现而非截取，两者之间的直接符合被取消，从而只能将这种相对性

视为历史事实的根本特征。可见，倘若我们继续秉持符合论，那么走向相对主义便是不可避免的，因

为历史事实这种事实已经揭示了，事实并不是从事件中直接截取的，我们无法利用事件的客观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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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担保事实的知识确定性。除非，历史事实并不是一种事实，而这显然是荒谬的。

因此，我们应该做的便是彻底放弃关于事实确定性的符合论，并将每一个事实视为隶属于一个指

向自己的世界的文本系统的单独陈述，它们并非在寻求与事件的指称式一一对应中获得自己的确定

性，而是在这个文本系统内部获得确定性，或者说指称式的确定性仅是其中一种简化的确定性方式。

事实并不是为了论证被某一个体主体临时截取的，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共化的确定的世界被我们逐

一建立的。历史事实不是为了叙事或再现被某一个体主体随意建构的，而是为了重建一个文本化的

确定的历史世界而被逐一建立为记述的。历史事实并非历史叙事的组成单元，正如事实并非新闻报

道的组成单元，它们只是历史叙事或新闻报道的来源和基础。事实是一个自在的独立的文本系统，所
以它是一个世界，它并不寻求与现实世界的一一对应，比如数字并不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对应，以至卡

西尔认为“基本数学概念远非清晰明确，并且已被表明是极易错误而含混不清的……只有在承认数学

并不是关于事物的理论，而是关于符号的理论时———这种含混不清的状况才会被消除”①。事实确立

自身的根基是确定性，方式是真伪校验，要旨是彼此之间绝对的不冲突，因而它首先寻求系统内部的

融贯，而不是与现实的对应。它超越于个体主体，以单一陈述的方式建立自身，是点的累积，而不是线

的描摹，最终在一个庞大的陈述库中，通过比较接受证伪，通过论证建立世界的结构。这也就是傅斯

年所说的：“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

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②

指向历史事实的选择并不会撼动历史事实的确定性，这是因为，首先，历史事实及事实的建立在

逻辑上先于其被选择，并且较高层级的历史事实也可以回溯到更底层的具备更大确定性的历史事实。

比如，“公元前２１１年秦统一了六国”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确立，先于诸如“中国社会在秦统一六国之

后从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这种论证或叙述将其作为史料或论据的选择，同时前者始终是更基础

和更确定的。历史事实具备结构性，其确定性可以通过论证逻辑向底层回溯，而最底层的语句，在最

大程度上过滤了任意的主观选择。其次，对史料的选择并不会导致历史叙事和论证的不确定，而是这

种选择不能是任意的，同时论证本身必须遵循逻辑法则。比如，“中国社会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从奴隶

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这一语句，是建立了历史事实还是仅作为宏大叙事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选择

“公元前２１１年秦统一了六国”还是“秦王嬴政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作为论据史料，而在于它不能采用

诸如“公元元年秦统一了六国”、“李白与杜甫是盛唐的两大诗人”这样的不确当论据材料语句，同时必

须保证“中国社会曾经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秦统一六国前中国处于奴隶社会”、“秦统一六国

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等一系列逻辑相关的语句能先确立自己的确定性。

实际上，对于历史事实和事实本身来说，我们建立它根本上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文本化的世界使

自己能共同生活在可理解的确定的共同的世界中，因为所谓生活世界（实存世界）根本上是非确定和

非公共化的。至于上文所说第一类关于理论框架的选择（比如历史上的历法），则由于其最终是指向

一个公共化的文本系统自身的校正，从而这种选择的确定性最终取决于整个人类知识基础的确定性，

这个问题这里不便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就个别事实而言，理论框架的选择不会是任意的，至少在

这一点上，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历史事实与科学事实，并无不同。

实证史学研究与历史叙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建立新的历史世界，后者是为了再现过去；前

者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是为了建立确定的陈述、建立共识、进而为实证研究奠定材料基础，后者以历史

叙事为基础，试图理解过去、勾勒连续性、彰显实存、价值与人；前者是群体化的工作，因而被学院化专

业化，它是可累积的，在不断的校验中扩充自己的数量，最终在所有人的努力下慢慢浮现出一个确定

的历史世界的轮廓，而后者以个体主体为工作中心，依靠个体与当下的价值系统与理论前见推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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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６页。不过，笔者并 不 赞 同 他 的 符 号 理 论，因 为 他 为 了 通 过 符 号

统一人文与自然，而过度扩大了符号论的边界。但从符号角度理解我们面对的知识世界，这 与 笔 者 将 我 们 真 正 面 对 的 确 定

的世界称为文本的世界，则是共同的立场。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２页。



本上是一种表达，其工作缺乏累积性。实证史学的工作并不意味着是零碎的，它同样可以通过汇集文

本指向历史编撰，比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而历史叙事也并不意味着由于引入想象等非实

证元素而失去真实性，当它在基本事实上以实证史学作依据时，它能够是更精彩同时是可靠的历史编

撰，比如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加入了大量历史想象，然而作者是在大量实证史学研究基础上

进行自己的历史叙事的。历史叙事是一种对实在的白描，或许并不完整和写实，但却试图达意传神，
它依赖于画者对描摹对象的领会理解，同时凝注自己的价值与情感，旨在获得观者的共鸣。而实证史

学相当于纪实摄影，理论框架或前见是它的底片或感光元件，史家主体是它的光，它利用尽可能多的

感光点的曝光来获得更写实的照片，尽管上乘的摄影家可以利用用光技巧来让照片承载表达，然而无

论底片如何更换，光线如何人为控制，照片总能更忠实于真实场景，除非它像伪史一样被过度ＰＳ或

成为过曝的废片。更为重要的是，纪实摄影允许无限多的摄影者同时拍摄，而无论他们的技艺出色还

是拙劣，获得的所有照片都将不会互相冲突，而是共同建立一个可确定的对象。可以说，不同的意图，
区分开了实证史学与历史叙事（包含历史小说），可公共化的历史事实成为前者的追求和基础，为此它

专注于时间、地点、结局等可置入公共认知系统的“照片”式要素，使之成为历史记述中的硬核部分，并
尽量避开诸如动机、立场、善恶等难以公共化的部分，也即所谓的中止评判。而客观史学则要求真正

的历史编撰必须成为一组摄影作品，即其记录的基本事实既可接受其他照片检验，又能通过摄影师的

用光构思等技巧，再现对象的神采，并对摄影者的主体意识有所表达。历史事实是实证史学工作的中

心，亦是客观史学的支点，它是利用自己公共化的文本陈述获得确定性。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３—２０
作者卓立，历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讲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工作站研

究人员。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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